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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自然流逝，但被赋予意义。2020年是历史

切片中的一年，但置于社交与智能媒介的新传播语

境下，年度网络热点事件也折射出时代性的舆论特

征。本文以 2020年网络热点事件为例，阐释两个值

得重视的舆论特征维度——“出圈”与“折叠”，分析

其背后的传播逻辑，并探讨其对于媒体内容生产的

意义与启示。

一、出圈与折叠：2020年网络热点事件舆论的两

个特征维度

2020年最令人瞩目的网络公共事件无疑是新冠

疫情，它符合“新媒体事件”(newmedia event)的基本

内涵[1][2]——与传统“媒介事件”不同，不是预先策划

的成品，而是突发的“发展中事件”(unfolding event)；
不仅受政治人物、医学专家等精英影响，而且包括大

量的公民书写；它也超越单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范畴，不限于狭窄的医疗健康领域，而成为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的国家治理的重要考验，具有广阔的政治、

经济、社会与文化意义。

特定领域的网络公共事件“溢出”其原本归属的

“圈域”(即“出圈”)是2020年网络热点事件的一个重

要特征。更准确地说，“出圈”并非自今日始，而应是

观察与分析网络公共事件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只

是2020年的部分网络事件凸显了这一维度。其中的

代表当属“2·27事件”——原本“圈地自萌”的两个被

视为“亚文化”的相对“小众”的圈群(“粉圈/饭圈”与

“同人圈”)经由跨群体的网络交互行动产生碰撞与

冲突，将这一事件推向更开阔的大众视野，成为关涉

文化权利、表达自由、网络监管、青年文化等一系列

主题、具有广阔社会意义的公共事件。其他“主角”

为娱乐明星的网络事件——如“Yamy录音事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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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职场语言暴力)、“仝卓事件”(指向高考公平)、“Papi
酱事件”(指向性别平等)等，也都超出了狭义的娱乐

圈事件，而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引发强烈讨论与

共鸣。

本文认为，“出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

一，事件的属性超越原本由行动者所在圈群所定义

的固化特征，而具有更广阔的社会意义；第二，事件

的影响超越原本的特定职业、行业或兴趣圈群而在

不同社会圈群之间得到扩散或发生交互，从而产

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即前者是事件特征意义上，后

者是事件影响意义上。从事件特征角度说，尽管

特定事件皆有其基于行动者所归属的圈群(如娱乐

圈)，但事件中蕴藏的要素可能“溢出”该圈群具有

多重属性 (如前述娱乐事件中蕴含的职场语言暴

力、社会公平等多元属性)；从影响角度说，生成事

件的圈群并不代表关注事件的圈群，无论是基于

特定事件跨越圈群的多元属性、还是受到其他传

播情境因素的影响，从特定圈群生成的事件可能

在其他圈群得到扩散与关注。基于此，“出圈”既

是理论阐释(事件何以蕴含“出圈”元素)与实证分析

(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出圈”)网络公共事件的重要维

度，也是推动公共事件产生更大影响的重要机制(通
过在不同社会圈群之间的扩散驱动事件关注度的

提高)。
“出圈”不局限于“饭圈”或娱乐圈事件(尽管它

们可能更为常见)。以 2020年另两个热点议题——

性别与教育议题为例，包括“弦子事件”“拉姆事件”

“成都大学毛洪涛事件”“部分高校宣布已进入世界

一流大学”等都不同程度地溢出了女权/性别以及高

教圈的视野，成为社会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特征是舆论“折叠”①。一方

面，它指向话题层面上网络事件的阶层差异性，即不

同社会阶层因其社会经济文化形态的差异可能生成

不同的舆论事件；另一方面，指向观点层面上不同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群体的差异乃至对立。2020年的

“假靳东事件”——身处江西赣州的六旬阿姨被短视

频平台上的“靳东”假冒者欺骗，折射出以往不为人

所注意的非一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中老年人情感问

题；年底刷屏的网络文章《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

没有李诞》同样指向该事件反映出的“文化折叠”。

与“出圈”一样，舆论“折叠”也非全新现象，“蓝极速”

“友利电”等中下阶层的网络事件已经显示出网络事

件的阶层区隔特征[3]，2020年则通过“假靳东”“外卖

骑手，困在系统里”等事件将这一维度更醒目地推至

公众视域，并呈现出新的传播特征(如与智能算法更

相关)。即便那些不直接指向阶层议题的网络事件

(如“鲍毓明事件”“贵州安顺公交坠江事件”等)也具

有明显的阶层“折叠”维度。

话题层面的“平行宇宙”折叠之外，是意见和观

点的折叠。2020年一系列网络公共事件中都产生激

烈的话语对立乃至冲突。正如“新媒体事件”概念所

揭示的那样，网络事件未必能催生共识，却可能强化

分歧[4]，围绕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性别平等议题，基

于立场的“站队”与“拉黑”屡见不鲜。

需要指出的是，“出圈”与“折叠”并不意味着对

立的两面，两者作为网络热点事件呈现的舆论特

征，具有各自的概念独立性，同时也相互交织。首

先，“出圈”的立足点基于“圈”——社会群体与议题

从属的不同门类与领域，“折叠”则基于“层”——指

向中国社会的阶层差异(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价

值差异，换言之“圈”无高低之别，“层”有贫富、立场

之分②。其次，“出圈”未必不“折叠”，“折叠”并未不

“出圈”，两者概念内核不同。例如，“2·27事件”出

圈，却产生激烈的话语争夺、意见折叠，同时也依然

集中于特定阶层；“假靳东”“外卖骑手”作为中下阶

层的网络事件，则受到中间阶层的关注“出圈”，这

样的“出圈”对阶层“折叠”的释放具有正面意义。

二、社交与智能媒体时代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

逻辑分析

网络事件的舆论“出圈”与“折叠”首先具有社会

现实基础：一方面，社会职业、行业与兴趣群体的分

化，形成了不同的圈群[5]，构筑了网络事件生成的圈

群基础；另一方面，转型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阶层

差异与分化仍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不同阶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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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与文化诉求具有“折叠”基础，不同意识形

态、价值观的社会群体也形成自身针对特定议题的

立场、观点差异。与此同时，“出圈”与“折叠”也镶嵌

于当下社交与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逻辑，本文对此

从三个方面尝试作初步分析。

(一)新传播形态与“可见性”的展现

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与平台算法的普及，构成了

当前新传播形态的基本特征。技术可供性的变迁，

带来传播“可见性”的改变，形塑了当前网络事件的

传播景观。“可见性”(visibility)指(个体、群体或事件)
是否被他人看见和注意[6]。在面对面沟通时代，由于

传播能力和范围的局限，不同社会圈层基于社会分

工、群体利益与兴趣差异，各自生成和关注的事件之

间往往互不可见。大众媒介的出现形成了以媒体机

构为中心的“可见性”逻辑，由大众传媒选择性地面

向大众提供特定群体和阶层的可见性，在政经逻辑

和媒介逻辑的双重影响下，所能供给的“可见性”人

物和事件的规模、频次、广度、深度等都相当有限，部

分社会群体和阶层(特别是“亚文化群体”、社会中下

阶层)及其议题往往被低度再现、或仅作为主流意识

形态的配合性元素得以“可见”。

社交与智能媒体则显著改变了“可见性”的逻

辑：第一，提供“可见性”的生产主体多元化，特别是

原本身处不同圈层的个体、群体与相关组织均可直

接提供关于自身的“可见性”而不必假手他人(如大

众媒体)，因此网络热点事件中当事人作为“可见”源

头的情形越来越多——例如“毛洪涛事件”中毛洪涛

本人的朋友圈、“苟晶事件”中苟晶本人的微博；第

二，社交与智能传播的媒介逻辑既能使特定圈层之

间形成紧密交互放大相关议题(如“打工人”“内卷”

击中中产阶层的神经，迅速形成这一阶层的集体共

鸣)，也使不同圈层的“可见性”具有流通的可能，微

博、微信(对话、群、朋友圈、公众号)、知乎、B站等不

同载体之间的转发、推荐“旋转门”使得原本可能局

限于特定职业圈群的话题(如高校内部的“双一流”

“青椒”话题)可能经过微信家庭群的转发、“看一

看”等社交推荐机制渗入不同的社会圈群(其间也可

能经由大众媒体的话题中介)，从而得以将不同圈层

的特定生活展现于其他圈层眼前；第三，算法机制

的影响。互联网平台通过“数据捕获”方式采集用

户行为与文本数据，并将之“喂食”给算法，不但形

成基于个体兴趣或协同过滤的内容推荐，也形成

“热搜”“话题”等集中展示的策展产品。这些建诸

用户发表、分享与评论行为之上的算法产品构成了

比散点传播更有效的“可见”机制(“上热搜”意味着

更可能被看见)。2020年底，新浪微博“热搜”产品

更新算法，在热搜榜的细分类榜单“娱乐榜”中增设

“出圈指数”，直接鼓励网民跨群体、跨平台分享内

容。因此，新的“可见性”逻辑是网络事件“出圈”的

重要基础。

(二)跨圈层互动的可能

社交与智能媒体不但提供了新的可见机制，而

且为不同圈群的直接互动提供了契机。尽管社交网

络的构成与互动具有同质性特征，即人们习惯于与

自己相似的人展开互动，但并不排除异质性群体交

流的存在 [7]。这一方面是因为行动者的逻辑：事实

上，网络事件“出圈”既可能被动发生(即超出行动者

主观预期)，也可能是主动选择与争取的结果——作

为网络公民行动的目标与策略之一，网络行动常常

需要有意识地构建与其他圈群的连接，使得所倡导

的议题“出圈”产生更大的社会反响、推动运动发展

(如性别平等运动、环保运动等)；而当观念存在冲突

时，不同群体也需要通过争辩或交锋维护与壮大自

身立场。另一方面，平台或算法(及其背后的资本力

量)也鼓励跨群体交互——是创造话题热度、提升平

台流量的重要机制。以“2·27事件”背后的“饭圈”

行动逻辑为例：在传统媒体时代，明星首先经过娱

乐工业的制造，再经由传媒曝光与粉丝产生“想象

的互动”，粉丝并不直接通过前期的交互数据参与

偶像制造；但在社交与智能媒体时代，粉丝不但可

以直接留言、评论与偶像、明星互动，而且需要通过

投票、打榜、“做数据”、应援、控评、“反黑”等多种实

践参与偶像生产与养成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催生与

其他群体的交互可能，正如该事件中“饭圈”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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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圈”冲撞那样。无论是从支持明星的公益行动出

发，还是寻求自身的文化认同，“饭圈”都开始介入

社会政治与公共生活，在诸如“帝吧出征”行动中彰

显影响力。

意见“折叠”也与跨意见层的交互有关。近年来

诸多网络事件中的意见分化不应简单被视为媒介的

效果(认为社交媒体加剧意见分化)，而可能只是社交

媒体使原本存在的分化得以浮现——正是由于不同

意见群体有机会直接展开交流，意见“折叠”才得以

可见。这种交流既不同于传统小群体之间规模有

限的交流，也迥异于经由大众媒体中介的“代言式”

交流，而直接呈现为大规模的群体意见交互与冲

突。社交与智能媒介逻辑包括时间维度上的“加速”

(acceleration)逻辑 [8]，公共讨论不再是深思熟虑的过

程，而更多直接、瞬时的反应，使许多传统隐于“后

台”的思考与情绪瞬间“冲泻”至“前台”激发话语争

斗，加剧了意见“折叠”的展现。

(三)平台选择与算法机制的影响

“出圈”指的是话题渗入不同的圈群(是否渗透

“层”值得更仔细的经验考察)，“折叠”指的是不同

社会群体具有差异的网络舆论事件——首先是生

成意义上。这首先缘于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

生活体验与现实问题——罗永浩遭遇的问题就不

是外卖员困扰的问题；其次是随着社交与智能平

台的崛起，它们本身与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体验相

互叠加与交织，产生数字社会的分层问题，即“生

活×技术”的双重“折叠”。近年来算法技术引发的

“信息茧房”概念受到关注，但其实“茧房”是多维

的，至少包括信息、意见与审美茧房——指向对算

法可能抑制新闻接触多样性、观点接触多样性、文

化产品接触多样性的担忧与警惕(其实证结果尚未

达成统一可靠的结论 [9])。在中国当下数字社会中，

即便同属视频类，不同平台的内容生态、算法机

制、推荐效果、“画风”格调，都可能迥然有异。“北

上广没有靳东”的背后固然有不同地区与阶层生

活方式的差异，也受到平台选择的影响——当阿

姨选择“假靳东”出没的短视频平台，平台又以个性

化算法反复推荐，才造成阿姨“准人际互动”(para-
social interaction)的错觉与想象，不惜千里“赴会”；

那些欣赏《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的中产阶层

受众与刷出“假靳东”的阿姨们显然身处不同的“信

息茧房”，也是“审美茧房”。

表面看来，跨圈层互动似乎与困于“茧房”冲突，

其实前者主要在行为层面，后者则基于更深层的价

值观念。困于各自的信息、观点与审美茧房可以沉

默不语、“圈地自萌”，也可能冲破边界、跨圈互动。

如果这样的互动基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性交往，

基于事实和理性(如针对同样的话题展开讨论、运用

给出理由和证据的方式进行辩论)，互相理解对方立

场并调适自身观点，那会迈向良性沟通与社会整合；

如果交互只是为了固守并彰显自身话语权势、压倒

对方与打击批判，那公共舆论场的“撕裂”与“极化”

将日趋严重。

因此，2020年网络热点事件的两个舆论特征维

度(“出圈”与“折叠”)给了我们思考社交与智能媒体

时代传播规律的机会：第一，新的“可见性”机制提

供了“出圈”的可能性基础，跨圈层互动则直接展开

“出圈”的实践；第二，平台区隔与算法推荐叠加了

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经验差异与不同群体的价值

立场差异，强化了“折叠”；第三，不同阶层的议题与

生活“折叠”可能经由跨阶层的“代言”“出圈”，具有

关注不同阶层、特别是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社群的赋

能意义；第四，跨圈层的直接交往可能未必导向彼

此观念与立场的理解，可能仅使得“折叠”可见、撕

裂加剧。

需要指出，本文的上述阐释主要在于理论层

面，它们开放出一系列需要严谨经验考察与实证分

析的问题，例如：在用户接触、关注与表达层面，不

同网络事件的“出圈”程度如何?什么样的事件、制

度与情境特征影响“出圈”(以及“不出圈”)?算法技

术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信息、观点与审美

的茧房(包括独立影响、以及与个体选择、群体影响

的交互影响)?跨圈层的交往如何发生、以及更容易

发生在哪些“圈”与“层”之间?对不同圈层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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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立场观点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平台、算法与交

往如何共同形塑当代中国社会不同圈层之间的相

互认知、理解与对话?这是本文建议后续深入研究

的问题。

三、对于媒体内容生产的启示意义

上述分析已经显示出媒体内容生产对于网络事

件舆论发展的意义。尽管社交与智能媒体时代的传

播主体非常多元，但机构化的专业媒体依然在公共

事件报道与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网络热点事件舆

论的“出圈”与“折叠”特征，给正处于“深度融合”进

程中的媒体内容生产带来启示，有助于其在新传播

生态的“节点网络”中寻找其位置。

(一)“出圈”的重要中介与转译

虽然传播主体多元化为不同圈层的话题“出圈”

提供了可能性，但“可见”的可能不代表“被见”的实

际结果。诸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虽然相

比传统媒体已经为社会底层与弱势社群提供了发声

机会，但囿于总量分布有限、传播能力滞后，往往不

具备自我发声的能力，即便发声，如果不包含充分的

传播条件(如特殊的传播点)，既无法通过社交传播的

信息扩散被“看见”，也难以经由大量的转发评论被

算法的数据化逻辑“捕捉”从而推上热搜(相比于名

人、明星)，因此事关他们的网络事件与议题要获得

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常常需要机构媒体的报道中介

与“转译”。前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等事件表

明：媒体报道实际上可以构成特定阶层议题得以“出

圈”的核心机制——如果没有《人物》杂志基于深度

采访写成的长篇报道，外卖骑手这一都市生活的“隐

形人”不会被推至公众关注的“前台”。事实上，打开

“折叠”应成为机构媒体承载的重要社会责任，也是

机构媒体的价值所在。

另一方面，伴随大量源自不同社会圈群的议题

“出圈”，机构媒体也可以成为这些具有特定领域专

业性问题的“转译者”。例如“量子科技”等科学问

题“出圈”后，尽管科学家无疑是科学领域的专业权

威，但未必是理想的传播者，因此需要媒体居中“转

译”。无论是哪个领域，都有或高或低的专业门槛，

像张文宏那样既有自觉传播意识、又深具传播能

力、能够直接面对公众发言的专业传播者毕竟是少

数，诸多“出圈”议题都需要媒体居中报道，向公众

解释。

(二)“破茧”“化叠”的桥梁与连接

网络事件中的观点“茧房”与“折叠”是值得重视

的社会问题。如果因传播的一手性、灵活性、多元

性将公共议题的报道与讨论直接“转手”个体与社

会传播，公众就可能直面各执一词的“折叠”观点，

既可能强化特定立场的“选择性接触”，又可能陷入

“站队”之争强化戾气，无助于公共议题的理性讨

论。“破茧”“化叠”既是技术平台需要正视的问题，

也是机构媒体可以努力的方向。面对撕裂的舆论

场，机构媒体可以做的内容生产努力包括：第一，呈

现准确的事实。“后真相”时代更需要准确的事实构

建发表意见与观点的基石(许多对立观点恰恰建诸

错误事实)，才不致流入情绪的洪瀑，基于调查与挖

掘及时报道事实、呈现真相、澄清谣言，是机构媒体

的立身之本，也是推动理性讨论的前提。第二，构

建讨论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10]。公共讨论

不一定能达致完全一致的结论，但应致力于建立共

识性的讨论基础，如针对什么问题讨论、应当如何

展开讨论、哪些价值是共同的、其中对利益相关方

各有什么利弊等，可就这些方面进行报道与引导，

包括对于话语暴力、乃至行为暴力的谴责，倡导理

性沟通的核心价值。第三，完整呈现不同的观点。

当存在现实的社会争议时，媒体沉默、遮蔽与偏袒

都无助于理性讨论，机构媒体应当呈现多方不同的

观点，特别是各自观点背后的论据与理由，以敞开

争辩，促进沟通，求同存异。

(三)深度报道的契机与“从事件到议题”的持续

关注

社交与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场激发出诸

多源自不同圈层的议题，使得社会公共议题丰富多

样，触及到现实生活的各个维度，形成深度讨论特

定社会议题的契机。以 2020年的网络热点事件为

例，因为一系列名人(如杨丽萍、Papi酱)、半名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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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笠、拉姆)、普通人(如鲍毓明事件、弦子事件)、影
视/综艺(如《三十而已》《乘风破浪的姐姐们》)都触

及到性别议题，人们发现，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

象、偏见歧视、性骚扰乃至性暴力不仅存在于一般

的社会阶层，即便对身处社会经济优势地位的群体

(如女明星)同样存在，而由于明星名人效应，使得这

些议题得以更大的规模与强度进入公众视野。但

网络讨论在引发、设置该议题后，往往因话题转移、

琐碎无法形成更具深度的报道与讨论。这样的使

命机构媒体有责任承担，以网络讨论为由头，展开

深度报道，拓宽新闻视角，让公众更深入、系统地理

解该议题，开展对话与讨论，乃至促进公共政策的

改善。

另一方面，不同议题均存在从无到有、由兴及衰

的生命周期，“事件”是特定议题得以集中浮现的热

点时刻，但事件往往又是短期性的，“你方唱罢我登

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缺乏可持续性，这也是“事

件”并不一定促进深度思考和问题解决在时间维度

上的原因，甚至造成同类事件反复重演。因此，媒体

需要具有“从事件到议题”的持续关注能力，不能止

于“断尾新闻”。以2020年的教育类议题为例，在基

础教育层次出现多起“拔苗助长”的“神童”事件，在

高等教育层次出现多起大学生校园自杀事件，如果

机构媒体仅仅追随网络热点简单报道这些事件，既

无法深入调查、回答这些“事件”到底是个案还是普

遍机理性问题，也无法建立自身在“新传播生态系

统”中的独特位置，而只是网络舆论的“复读机”而

已。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机构媒体自身的努

力，也端赖制度环境的保障，给予机构媒体进行深度

报道的充分空间。

(四)平台时代保障传播公共性的制衡力量

最后，当下的传播环境已进入平台时代 [11]。以

数据为基础、以算法为利器，实现供需多方有效匹

配、为用户提供高效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不但在日常

生活，而且在信息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某种程度

甚至削弱了传统机构媒体的影响力。但平台在因

其科技优势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也日渐成为引发社

会问题网络事件中的当事行动者，例如“外卖骑手”

“假靳东事件”“蒋凡事件”、以及 2021年伊始的“拼

多多事件”等均如此。由于平台是事件的利益攸关

方，公众有理由怀疑它们在涉及自身问题(以及其他

利益关联者)时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的中立性、公正

性。从这个角度说，健康的舆论生态体系需要相互

制衡的力量与机制。机构媒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需要、也可能成为平台时代传播公共性的保障力量

与机制之一。但换言之，也只有机构媒体恪守公共

性价值目标，成为公共利益(而非自身利益)的守护

者，它也才能在媒体“节点网络”中找到并夯实自己

的位置，即这种角色并非天然赋予，而是事在媒为

(事实上，机构媒体目前的表现难称乐观)。本文聚

焦机构媒体的内容生产，也并非“刻舟求剑”式地只

从机构媒体本位出发，而是倡导新传播形态下对事

实、真相和公共利益这些新闻业核心价值的坚守与

实践。

(感谢课题组成员苗榕、钟媛、李泓、连昕萌、

朱毓春、刘恩泽、李冠颖等共同参与项目研究和

讨论。 )

注释：

①“折叠”作为隐喻，最早源自科幻作家郝景芳获“雨果

奖”的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用来指代阶层不平等。

②这并不是说“圈”这个概念与权力、等级差异无涉，事实

上“圈”之间或“圈”内部也存在权力、等级差异，但在讨论“出

圈”概念时，主要强调跨越不同圈群的范围(水平关系)，并不指

向其中的层级差异(垂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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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over and Fol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 on Internet Events
in 2020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tent Production

Zhou Baohua

Abstract：Based on analysis on hot Internet events in 2020, this study argues two key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 emerge in the era of social and intelligent media, called“spillover”(chuquan)and“folding”(zhedie). By“spill⁃
over”, we mean both the attributes and influences go beyond the original social circles that the major actors belong to;
by“folding”we focus o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Internet events on one side and opinion conflict on
the other side. We analyze the main communication logics behind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new visibilit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cross-circle interaction, and platform selection and algorithm curation.
We conclude this study by discuss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news p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media organizations.

Key words：New Media Event;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Algorithm;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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